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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型领导影响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实证研究 
 

陈鼎祥，刘帮成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030) 
 

摘要：利用纵向数据采集方法，收集来自五个省级行政区和直辖市的 308 份实地调查问卷，通过结构

方程建模，探索伦理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机制及作用边界。结

果显示：伦理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基层公务员的公共

服务动机在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基层公务员的组织公平感

在其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起着抑制性调节作用，即存在“挤出”效应。

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假设亦得到支持，即当基层公务员的组织公平感较高时，其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

用将会被削弱。研究的政策启示：为了激发广大公务员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

各级公务员的伦理道德建设，着力提升广大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同时要关注公务员组织

公平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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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政

府部门在面临日益复杂的外界环境和社会事务

的同时，还需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公共

诉求。在此背景下，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需要

积极变革已有的工作方法、政策和程序，以持续

创新和主动作为来回应各种挑战[1]。2018 年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新时代如何激发广大公务员干事创

业和担当作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意见》指出，

将讲担当、重担当作为选拔干部的新标准，鼓励

广大干部不断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不断锐意进 

取、担当作为。2019 年 10 月底，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指出：“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

平制度需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促进各级

领导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

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

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发扬斗

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因此，如何激发广大

干部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成了新时代一个迫切

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了从理论上探索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解

决路径，本研究选择了一类特殊的角色外行为(即

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干事创业和担当

作为的替代性变量，以深入展开实证研究。变革

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理论可以溯源到组织公民

行为[2]。随着研究场景的拓展和概念内涵的精细

化，传统的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概念因比较疏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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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无法适应理论研究的进展[3]，由此催生了一

系列与之相关的新概念，如社区公民行为[4]、强

制性组织公民行为[5]、服务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
[6]、公共服务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7]，以及变革

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8]等。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

行为是指个体为了改善现有的工作状态和绩效

而对工作方法、程序和政策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角

色外行为[8]。与传统的组织公民行为相比，变革

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最大的特点就是个体致力

于对其所属环境的主动变革(taking charge)，从而

达到组织功能性变化[9]。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

为作为个体创新行为的重要表现，是组织应对外

界环境迅速变化的关键，也是组织有效提升整体

绩效的动因。目前学界关于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

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还比较匮乏，亟须大量的实证

研究推动此类公民行为的理论研究进程[1,9]。 

当前学术界关于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

前因变量的探究方兴未艾，但从领导力的角度探

究其前因变量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1,10]。本研究

将从伦理型领导切入，探究其对于基层公务员变

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效应。之所以选择

这类领导类型，主要是基于两点考量：一方面，

先前的相关研究多是聚焦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

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等视角，缺乏从正直导向的

领导力(如伦理型领导)角度来探究其对员工变革

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效应[9−11]。通过聚焦

伦理型领导，本研究将会拓展和深化学界对正直

导向的领导力和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

民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国

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

都强调道德在国家建设和个人修养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

德服众成为党和国家对于广大干部的基本要求，

因此，立足于中国场景，探究强调道德追求的伦

理型领导的影响效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为了深入理解伦理型领导和基层公务员变

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除了

探讨前者对后者的直接影响效应外，还将讨论这

一效应的过程机制及作用边界。相关研究指出，

伦理型领导通过激发员工的内在动机，进而提升

员工的自我效能感、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公民行 

为[12−14]。与此逻辑一致，本研究将引入公共管理

领域的典型动机——公共服务动机来深入探讨伦

理型领导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过

程机制。同时，为了探究“伦理型领导－公共服

务动机－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作用

边界，本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导入基层公务

员组织公平感作为调节变量，从而明晰伦理型领

导和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条件边界。据

此，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

伦理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

行为的影响作用、过程机制及作用边界，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一) 伦理型领导和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的

组织公民行为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

为作为基层公务员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的替代

变量，主要是因为步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广

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工作期待，并要求其变革现

有的工作方法、政策和程序，从而表现出更高水

平的角色外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干事创业

和担当作为与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内

涵上的一致性。因此，本研究将采用自我决定理

论阐述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

之间的关系。该理论指出，个体在满足了自主、

胜任和关系等基本心理需求之后，其会倾向于表

现出更高水平的绩效[15]。按照已有的研究，伦理

型领导是指“通过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展示规范

化的合意行为，并通过双向沟通、强化和决策在

下属中推行这种行为”的领导风格[12]。伦理型领

导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合乎伦理的个人

(ethical person)，二是合乎伦理的管理者(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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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12]。伦理型领导能够在组织内部形成自

主氛围，提升个体的自信心、胜任力和组织自  

尊[16−18]。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员工从这种自主和

谐的组织氛围中能体验到高水平的心理安全感

和自我效能感，进而激发其畅所欲言和主动变革

的动机；如若个体自身基本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

足，员工就会缺乏追求更高行为绩效的动力[19]，

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就无法被有效激发。因

此，伦理型领导者通过积极塑造自主和谐的组织

氛围，能够增强公务员的心理安全感和自我效能

感，提升他们的变革能力和变革动机[20]，进而有

效激发他们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虽然目前

尚未有研究对伦理型领导和下属变革导向的组

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展开研究，但是已有研究证实

了伦理型领导能够有效提升员工的组织公民行

为和创新行为[21−22]。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伦理型领导和基层公务员的变革导

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二) 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 

Perry 和 Wise 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指“个人

对主要或仅仅植根于公共机构和组织的动机做

出反应的一种倾向”[23]。与私营部门传统动机不

同，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主要运用在政府等公共部

门情境中[24]。当前学者们对于公共服务动机内涵

特质的理解呈现两种相异的思路，有些学者认为

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是动态可变的[25−26]；另一些

学者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个体相对固定的特  

质[27]。前者是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也是

本研究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基本理解。以往关于公

共服务动机前因变量的研究认为，个体特征、组

织特质和文化制度特征都可能是公共服务动机

的预测变量[28−29]。其中，领导者因素是组织环境

中的重要变量，对员工的心理和动机具有重要的

引导作用，比如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等[30]。

伦理型领导和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具有

内涵上的一致性，都强调利他主义，优先考虑他

人和社会利益，在不同情形下都要坚持道德标 

准[31]。伦理型领导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员工的自主

性和胜任力，还能有效维持组织和谐的人际关

系。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在这种和谐的组织氛围

中，下属的基本心理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从

而激励他们实现更高水平的价值追求，比如致力

于服务他人和服务社会的使命感[31]。有学者通过

实证检验后发现，当领导表现出利他性的伦理行

为时，员工会在将其识为道德模范和标杆的同

时，拒绝自身不道德行为的出现[32]，最终会提升

员工利他导向的公共服务动机[33]。因此，本研究

认为，伦理型领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基层公务员

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 

根据先前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

对其工作态度(比如工作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等)和

各类行为(比如慈善捐款行为、公民行为和不端行

为检举等)具有显著影响[23−24,30]。按照同样的逻

辑，我们认为员工公共服务动机对其变革导向的

组织公民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具体来说，与传统

的组织公民行为强调互助和顺从不同，变革导向

的组织公民行为聚焦于行为的变革性和挑战  

性[9]。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更具风险性，极

有可能破坏已有的稳定社会关系，使得自身在工

作场所中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1]。因此，变革导

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和员工的责任感紧密相关，如

果缺乏足够的责任感，员工不会倾向于打破原有

工作状态而追求更为主动的角色外行为[9]。公共

服务动机是指个体对他人和集体的亲社会动机

和态度，它的核心内涵是个体服务他人和服务社

会的责任感[31]。也就是说，当员工具有较高水平

的公共服务动机时，他们为公众服务的愿望十分

强烈，从而促使他们具备更强的责任感去挑战和

改变现有的工作现状，表现出更多的变革导向的

组织公民行为[1]，进而可以更好地服务组织和公

众。因此，本研究认为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能够

显著正向预测员工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 

总体来说，本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动机是有效

连接伦理型领导和下属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

为的重要桥梁。简而言之，在伦理型领导为员工

提供基本的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员工的公共服务

动机能够被有效激发出来，进而表现出变革导向

的组织公民行为。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公共服务动机在伦理型领导和基层

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中发挥中

介作用。 

(三) 组织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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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平感是指组织员工对公平的判断、直

觉和感受[34]。相关研究指出，高水平的组织公平

感对员工的组织承诺、劳动情绪和工作嵌入都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35−37]。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

体动机对其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受到所属环境(比

如组织公平环境)的影响[38]。由于个体认知上存在

差异，即使同属一个组织或部门，个体之间的组

织公平体验也会不同，从而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

组织公民感。本研究聚焦于个体层面来探讨组织

公平感对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

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公共服务动机是利他型的

亲社会动机，具有自发性，因此其很少受到人际

公平的影响[39]。具体来说，组织公平感强调的是

互惠原则，而互惠原则对于具有公共服务动机的

公务员来说是“多余”的。这是因为公务员变革

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可以被自己利他性的内在

动机所激发，而不是基于对互惠原则的重视而展

现出这类角色外行为。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胜任

需求是必须持续满足的心理需求之一，是指人们

希望完成困难和挑战性的任务，从而获得期望的

需求[15]。当员工的组织公平感较低，公共服务动

机依然可以发挥激发其保持高效率工作的作用，

从而满足其自身的胜任需求。这主要是出于改变

组织不公平现象的目的，拥有较高公共服务动机

的员工可能会努力在本组织中展现出较高变革

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从而在组织中寻求理想位

置[39]，以获得胜任需求。相反，当员工的组织公

平感较高时，他们倾向于满足现状，此时较高的

组织公平能够极大地激励员工展现变革导向的

组织公民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公共服务

动机对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内在激励作

用。与本研究的理论演绎相似，曾有相关的实证

研究指出，个体公共服务动机和自身感知到的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之间存在效应“挤出”现象，即

两者的交互效应对个体的变革义务感具有负向

作用，进而会影响其主动行为[40]。基于此，我们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组织公平感在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

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发挥着抑制性调节作

用，即组织公平感强会弱化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

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反，低水平

的组织公平感则会强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四) 被调节的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伦理型领导对基

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发生作用，并

主要是通过公共服务动机来实现。而公共服务动

机这一中介模型同时要受到组织公平感的调节。

具体来说，当公务员的组织公平感较弱时，伦理

型领导会通过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基层公务员变

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会增强。这主

要是因为较低的组织公平感对于基层公务员变

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激励作用较弱，此时更依

赖于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内在激励作用。在这

种情况下，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效应将会得到强

化。当基层公务员的组织公平感较强时，伦理型

领导通过公共服务动机影响公务员变革导向的

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会弱化。这主要是因为

当公务员感知到组织公平程度较高时，此时公务

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将会更多地依赖强

调互惠原则的组织公平感，而来自公共服务动机

的内在激励作用将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公共

服务动机的中介效应将会弱化。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组织公平感调节了公共服务动机在

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

中介作用。当组织公平感较强时，公共服务动机

的中介作用较弱，而当组织公平感较弱时，公共

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较强。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和操作流程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对四川省、安徽

省、江苏省、天津市和上海市等三个省级行政区

两个直辖市 23 个单位的党政部门基层公务员的

调研。之所以选择不同地区的基层公务员作为调

研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由于调研

团队前期积累的社会资源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

的党政部门之中，选择这些地区主要是为了便于

收集样本。第二，为了规避和降低选择性偏误问

题，增强数据的可靠性，调研采用多地点、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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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多时间点的便利性抽样方法，旨在提升研究

结果的外部效度。样本采集主要分为三个时段，

每个时段的调研时间间隔大约为 1 个月，为了样

本配对，我们要求所有被调查者都提供电话号

码，并对其保证不外泄，且只用于学术研究。为

了保证调研的真实有效性，我们在每份问卷的末

尾留下项目组的联系方式，以供被调查者的后期

查询。采用三阶段纵向数据采集的方式主要是为

了降低同源偏差和科学探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第一阶段(T1)。为保证问卷调查的严谨性，

我们将工作人员告知的填答问卷要点置于问卷

的卷首位置，以作提醒。在该阶段共发放 468 份

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02 份，有效回收率 85.90%。

该阶段收集的变量包括伦理型领导和人口统计

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

和职级等。针对伦理型领导的测量，我们要求被

调查者对他们各自的直接领导进行评价。 

第二阶段(T2)。在该阶段的问卷调查中，重

复 T1 的操作流程，调研团队共分发 402 份调查

问卷，最终共回收 349 份能够和前一阶段匹配的

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 86.81%。该阶段收集的变

量包括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平感，我们要求被

调查者进行自我评估。 

第三阶段(T3)。重复 T2 的流程，共发放 349

份调查问卷，最终回收有效样本 308 份，有效回

收率为 88.25%。该阶段收集的变量为变革导向的

组织公民行为，同样地，我们也要求被调查者对

其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进行评估。 

总体来看，样本的整体有效率为 65.81%。具

体的样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国内外成熟的量表，由专业英语

水平较高的研究者进行翻译和修正。同时，在正

式开展问卷调查之前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从而保

证问卷的情境适用性，以提高量表的效度。本研

究所采用的量表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1—7 分别

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对主要变

量进行测量。 

伦理型领导的测量主要借鉴了 Yukl 等人开

发的量表[41]，该量表在中国情境下被验证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42]，具体包括“我的领导表现出对伦 

表 1  调研对象基本信息(N=308) 

统计项 样本特征 人数 占比/% 

地区 

四川省 39 12.66 

安徽省 67 21.75 

江苏省 49 15.91 

天津市 87 28.25 

上海市 66 21.43 

性别 
男 133 43.18 

女 175 56.82 

年龄 

25 岁及以下 36 11.69 

26~30 岁 183 59.42 

31~35 岁 50 16.23 

36~40 岁 28 9.09 

41 岁及以上 11 3.57 

婚姻 
未婚 157 50.97 

已婚 151 49.03 

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下 16 5.19 

本科 227 73.70 

硕士及以上 65 21.10 

职级 

科员 218 70.78 

副科 59 19.16 

正科 24 7.79 

副处 7 2.27 

 

理道德价值的强烈关注”“我的领导对下属传达

了明确的道德标准”“我的领导在其决策和行动

中树立了伦理道德的榜样”等 10 个条目。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6。 

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主要借鉴了 Wright 等

人开发的单维度量表[43]，该量表在中国公共部门

场景下已经被运用[1]，具体包括“对我而言，从

事有意义的公共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个人

成就相比，能够为社会作贡献更为重要”“我时

刻准备着为社会利益作牺牲”等 5 个条目。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8。 

组织公平感的测量主要借鉴了汪新艳开发

的量表[34]，具体包括互动公平、程序公平和分配

公平三个维度，三个维度分别对应的典型题项有

“当要制定一个与我工作相关的决策时，领导会

与我一起讨论这项决策的一些事情”“领导的工

作决策对所有的有关人员一视同仁”“我的工作

安排很公平”等 17 个条目。在后续分析中，我

们采用内部一致性作法对同一维度的题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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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处理[44]。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74。 

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借鉴

了 Vigoda-Gadot 和 Beeri 开发的量表[9]，该单维

度量表在中国情景中也被使用过[1]，具体包括“我

会努力地采用完善后的程序来工作”“我会为了

改善组织的运作，提出建设性意见”“我会努力

消除多余的或不必要的工作环节”等 9 个条目。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2。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和

职级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男性和未婚为

“0”，女性和已婚为“1”；受教育程度分为大专

及以下、本科、硕士及以上等 3 个等级，分别为

“1”到“3”；职级从科员及以下到副处，划分

为 4 个等级，分别标注为“1”到“4”，详见表 1。 

(三) 统计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 SPSS23.0 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运用 Mplus7.0 对本研

究的主要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

建模分析，从而分别考察量表的区分效度和验证

提出的理论假设。 

 

四、研究结果 

 

(一) 区分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本研究首先运用验证

性因子分析来检验模型的效度。由表 2 可知，四

因子模型的拟合程度：χ2/df＝2.980，CFI=0.941，

TLI=0.924 ， RMSEA=0.080 ， NNFI=0.922 ，

IFI=0.942。其余的备选模型的拟合指数都不如四

因子模型理想，说明 4 个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分

效度。 

研究采用了 Harman 单因素检验的方法进行

分析。在未旋转的情况下，探索性因子共析出 7

个因子，累计解释总体变异的 78.30%，且第一个

因子解释变异为 26.01%，未超过 50%的标准。同

时，单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与其他的备择模

型相比是最差的。因此，本研究认为共同方法偏

差问题并不严重。 

(二)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 3 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和变

量间的相关系数。从表中可以看到，伦理型领导

和变革 导 向的组 织 公民行 为 显著正 相 关

(r=0.355，p<0.001)。同时，伦理型领导和员工公 
 

表 2  测量模型的比较 

模型 χ2/df CFI TLI RMSEA NNFI IFI

四因子 2.980 0.941 0.924 0.080 0.922 0.942

三因子 a 5.251 0.862 0.822 0.123 0.836 0.877

三因子 b 4.212 0.893 0.873 0.101 0.879 0.900

三因子 c 4.432 0.893 0.864 0.100 0.864 0.892

双因子 5.925 0.844 0.811 0.132 0.803 0.832

单因子 9.783 0.721 0.644 0.175 0.641 0.723

注：三因子 a 为伦理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两个因子合并；三

因子 b 为伦理型领导与组织公平感两个因子合并；三因子 c 为

公共服务动机与组织公平感两个因子合并；双因子模型为伦理

型领导、公共服务动机与组织公平感三个因子合并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N=308)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G 0.570 0.496 −         

A 29.662 5.214 0.117* −        

M 0.490 0.501 0.055 0.477*** −       

E 2.172 0.523 0.011 −0.044 −0.199*** −      

R 1.416 0.733 −0.096 0.374*** 0.100 0.340*** −     

EL 4.890 1.324 −0.159* −0.293*** −0.209*** −0.039 −0.071 (0.966)    

PSM 5.261 0.966 −0.209*** −0.071 −0.152** −0.158** 0.031 0.440*** (0.858)   

POJ 4.407 1.291 −0.301*** −0.286*** −0.172** 0.038 0.022 0.672*** 0.511*** (0.974)  

COOCB 5.570 1.008 −0.101 0.027 −0.065 −0.082 0.034 0.355*** 0.676*** 0.463*** (0.932)

注：G−性别、A−年龄、M−婚姻、E−受教育程度、R−职级、EL−伦理型领导、PSM−公共服务动机、POJ−组织公平感、COOCB−变
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对角线括号中的数值为该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表示 p < 0.001；**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

使用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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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动机显著正相关(r=0.440，p<0.001)，员工

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也存

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676，p<0.001)，这些结论

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供了基础。  

(三) 假设检验 

对于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

建模来进行假设验证，结构方程建模的结果如图

2。假设 1 提出伦理型领导和员工的变革导向的

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图 2(1)可

以得出，伦理型领导对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

的影响是显著的(B=0.291, SE=0.049, p<0.001)。

因此，假设 1 得到支持。 

假设 2 提出公共服务动机在伦理型领导和员

工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发挥中介

作用。从图 2(2)可以得出，伦理型领导对公共服

务动机的影响是显著的(B=0.306，SE=0.050， 

p<0.001)；公共服务动机对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

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 (B=0.731， SE=0.080， 

p<0.001)；伦理型领导对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

为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B=−0.023，SE=0.053， 

p>0.05)。为了更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我们进行

了 Bootstrap 检验，抽样次数设置为 2 000，结果

显示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效应存在，其中，95%

的置信区间为[0.139, 0.281]，不包括 0。因此，假

设 2 得到验证，且公共服务动机扮演着完全中介

的作用。 

假设 3 提出组织公平感在公共服务动机和变

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发挥着抑制性调节

作用。本研究计算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平感的

交互项系数，然后纳入假设的中介模型中，并设

定组织公平感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间的

直接关系。结果显示，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平

感的交互项对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负

向影响(B=−0.217, SE=0.080, p<0.01)。因此，假

设 3 得到支持。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组织公平感

对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关

系的调节作用，我们制作了调节效应图，详见  

图 3。 

假设 4 组织公平感调节了公共服务动机在伦

理型领导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

介作用，也即伦理型领导对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

织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表 4 的结

果显示，“伦理型领导－公共服务动机－变革导

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间接效应在高组织公平感

的分组中显著(B=0.125，p<0.001),在低组织公平

感的分组中也显著(B=0.221，p<0.001)，组间差

异为 0.096，亦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0.001)。因

此，假设 4 亦得到支持。 

为了进一步验证提出的调节假设，本研究通

过亚组分析(subgroup analysis)来探究不同群组中

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

水平，特别是组织公平感对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

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调节关系，这主要是

因为本研究提及的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可能对

这些潜变量具有重要影响[9,25,32]。由于样本数量和

分布的局限，本研究仅按照行政区域(东部和中西

部)、性别、行政级别(科员及以下和科员以上)和

年龄段(30 岁及以下和 30 岁以上)等四个标准进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 

注：报告的系数均为估计的非标准化系数；***表示 p < 0.001，**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使用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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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组织公平感在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导向的组织

公民行为中的调节作用效果图 

 

表 4  调节－中介模型的效应分析 

分组 

统计 

阶段 效应 

伦理型领导→公共服务动机 

→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高组 

织公 

平感 

0.301*** 0.415*** 0.015 0.125*** 0.140***

低组 

织公 

平感 

0.301*** 0.734*** 0.015 0.221*** 0.236***

组间 

差异 
0 −0.319*** 0 −0.096*** −0.096***

注：报告的系数均为估计的非标准化系数；***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使用双尾检验 

 

行事后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不管是在东部地区

还是中西部地区，公务员的组织公平感对其公共

服务动机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

系发挥着显著调节作用(B=−0.150，SE=0.041， 

p<0.01；B=−0.115；SE=0.059，p<0.05)；在男性

组别中，组织公平感的调节效应显著(B=−0.230， 

SE=0.033，p<0.01)，而在女性组别中，调节效应

无法达到统计学上 95%置信区间上的显著性水

平(B=−0.081，SE=0.045，p=0.059)；不管在科员

及以下组别，还是在科员以上组别，组织公平感

的抑制性调节效应都达到显著水平(B=−0.183， 

SE=0.036，p<0.01；B=−0.109，SE=0.044，p<0.05)；

在以年龄为分组标准情况下，组织公平感的抑制

性调节效应在 30 岁及以下组别和 30 岁以上组别

都达到了显著水平(B=−0.164，SE=0.036，p<0.01； 

B=−0.156，SE=0.065，p<0.01)。因此，除了在性

别分组中调节效应存在差异之外，组织公平感对

公共服务动机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抑

制性调节作用在其余亚组中均达到了统计上的

显著性水平，假设 3 基本得到进一步证实。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结论 

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是新时

代赋予的重要使命。本研究基于来自五个省级行

政区的三阶段 308 份实地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

程建模检验了伦理型领导对变革导向的组织公

民行为之间的影响。过程机制以及作用边界。实

证结果显示：伦理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

的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公共服务

动机在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

之间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组织公平感对公共

服务动机和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发

挥了抑制性调节作用；被调节的中介假设亦得到

支持，即当公务员的组织公平感较高时，其公共

服务动机的中介作用将会被削弱。本研究具有如

下的意义。 

第一、本研究阐明了伦理型领导和基层公务

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先前关

于员工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探讨多

是聚焦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等视角[9−11]，

对正直导向的领导力缺乏足够的理论关切。鉴于

此，本研究聚焦于伦理型领导这一视角，拓展和

深化了正直导向的领导力和员工变革导向的组

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伦理型领导对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

织公民行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伦理

型领导通过其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展示了规范

化的合意行为，通过双向沟通向员工展示合乎伦

理的管理者的形象，并在组织内部促进伦理氛围

的形成，进而提升了基层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

公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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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研究通过阐明公共服务动机的中介

作用，拓展和深化了伦理型领导和基层公务员变

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研究。本研究依照

“领导力－动机－行为”的一般逻辑，从公共服

务动机的视角来探讨伦理型领导和变革导向的

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发挥作用的过程机制。实证结

果显示，伦理型领导可以通过影响公务员的公共

服务动机，进而对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

为产生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公务员的公共服务

动机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理解

伦理型领导的影响效应以及变革导向的组织公

民行为的前因具有理论启发，更是对于我们理解

两者之间的关系“黑箱”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第三，本研究也积极回应了学术界提出的关

于公共服务动机的作用边界亟须深入研究的号

召。立足中国国情下的实证结果有点“违反直

觉”，即公共服务动机的效应会被组织公平感“挤

出”。具体来说，当组织公平感较低时，公务员

将会通过自身内在的公共服务动机的驱使，表现

出更多的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反之，公务

员因为受到互惠原则的影响，而表现出更多的变

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此时公共服务动机的效

应将会被“挤出”。这一研究发现使我们认识到

将组织公平感和公共服务动机进行综合探讨的

重要性，同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伦理型领导和

公共服务动机的作用边界提供了新的视角。结果

也证明了公共服务动机作为个体的“内在信念、

价值和态度”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具有动态性

的特征[45]。 

(二) 政策启示 

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主要是更

好地对组织日常管理实践进行有效指导。依据本

研究的相关结果，有关部门可从领导的伦理建

设、公共服务动机提升和组织公平氛围等角度出

发，探索激发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

的动力机制。 

首先，为了激发广大公务员干事创业和担当

作为，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各级干部的伦理道

德建设，从而在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行政氛围，

以提升广大公务员的个人德性和组织自尊，使他

们认识到自身背负的道德使命，在实际工作中不

断增强其主动意识和组织认同感，从而激发他们

在日常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干事创业和

担当作为的勇气和精气神。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

革向纵深方向推进，针对少数干部不作为、不担

当和懒政行为等现象，相关部门可以组织相关培

训和宣讲，树立道德楷模，使广大公务员能够从

内心深处认识到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从而达

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行为方式的目的。 

其次，着力提升广大基层干部的公共服务动

机水平，引导他们追求公共价值。本研究的实证

结果显示，公共服务动机不仅直接影响广大基层

公务员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更是伦理型领

导影响员工变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关键桥

梁，因此，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到提升员工公共服

务动机的重要意义。从全球视野来看，如何提升

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已经成了当下世界各国

的行政管理领域理论研究者和实务操作者的关

注焦点。2019 年 9 月在美国召开了第二届公共服

务动机研究国际会议，会议主题就是“提升公共

服务动机”。鉴于公共服务动机相对稳定的特征，

有关部门在进行公务员招录过程中，尝试使用科

学有效的干部胜任力模型[46]，遴选出那些具有高

水平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体进入公务员队伍，也就

是选择“对的人”。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务

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培训和提升，从而有效“传递”

伦理型领导的积极效应。 

最后，关注公务员对组织公平感的影响，合

理高效地引导员工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政府部

门需要关注组织公平感的影响，并针对个体差异

采用有效的处理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升公务员变

革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的水平。由于员工各自感

受的差异，即使组织或领导能够公平对待每个员

工，也很难做到让每个员工都有同样的组织公平

感。结合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政府部门应该加强

对伦理型领导、公共服务动机和组织公平感等方

面的综合关注，从而最大限度地合理引导广大干

部干事创业和担当作为。 

(三) 研究不足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而这些不足也为未来

的研究提供了深入探索的启示。第一，本研究使

用的数据来自便利性抽样，且变量测量方式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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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估，可能存在同源偏差问题，后续的研究可

以采用领导和员工互评的方式进行变量测量，从

而使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第二，关于领导力的

研究，先前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领导力可以作为

团队或组织层面的变量进行考察，但受条件所

限，本研究仍在个体层面对伦理型领导的影响效

应进行探讨，后续研究可以进行伦理型领导的跨

层次研究。第三，通过事后亚组分析发现，不同

分组情况下(比如性别分组)，研究结论可能发生

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大样本调研，进一步

探究本研究结果的可拓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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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street-level 
public employees’ chang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CHEN Dingxiang, LIU Bangche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a three-wave investigation of 308 questionnaires in fiv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and adop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street-level public employees’ chang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to examine the process mechanism and the function bounda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thical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treet-level public employees’ chang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at street-level public employee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lays a ful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chang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at street-level 

public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plays compensatory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chang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at is, its crowding out effect.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is is also supported, that is, when 

street-level public employees have a higher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will be weakened. The study provides relevant policy reflections that in order to 

stimulate public employees’ entrepreneurship and charge-taking actions, the related national departm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employees at all levels, striv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of street-level public employe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f public employees.  

Key Words: ethical leadership;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perception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employees’ 

change- 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charge-taking actions 

[编辑: 游玉佩] 


